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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夜话
Essay

汪一凡 /文

2006年7月中旬，我完成《会计信息化丛书》的撰写，并在此基础上，做

了“平面表DIY”软件产品的规划。把该想的都想清楚了，在等待软件开发的过

程中，有大段时间心中无事可想，顿觉是转向另一领域的时候了。原准备启动

心中最爱的“计算机下围棋”研究，考虑到捧着厦门大学会计系的饭碗，不务

正业，成何体统？故此，从会计的“理工科”转向“文科”。蒙《新理财》编辑部

支持，拟以《计学夜话》连载形式发表心得，主题不拘，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夹叙夹议，亦庄亦谐，先从近代会计史着手，期盼热心读者的互动。

历史可能在你手中转向
汪一凡 /文

提起历史，人们大抵肃然起敬，谁

都知道绝对不可“逆历史潮流而动”。言

下之意，其发展必有预定的轨道。其实，

从一些细枝末节上看，历史反而表现出

偶然性，机缘凑巧时，常人即可轻而易

举地让其转向。而一旦走偏了，因其“不

可重演”，往往只能义无反顾地“将错

就错”下去。我们试举几例说明。

其一，物理学上，如果从一开始

就说“电流的方向就是电子运动的方

向”，该有多简捷明了！可是，由于早期

人们认识不足，将电流方向定义反了，

而又因种种原因改不了口，物理学教

师只能告诉学生“电流的方向，是电子

移动后留下的空穴移动的方向”。更有

甚者，让学生充当“电子”，依次向同

一方向移动位置，以便直观地演示“电

子”移动后留下的“空穴”（空座位）的

走向。如此这般，实在是吃饱了撑的。

其二，看电视里的台湾新闻，不

难发现最明显的台湾口音特点，是

将“和”字读音如“汉”。考其源，据说

是1945年光复台湾后发现，日本统治

者长期的奴化教育使台湾人只能说日

语和闽南话。故有北京大学教授魏建

功等人的“推行国语运动”，而当时某

位大陆教师就是这样读的（至今仍有

唱片为证），从此，台湾人民便祖祖辈

辈地说日月潭“汉”阿里山了。

其三，汉语一向习用“身分”一

词。可是，不知是哪位高明随手写

错，为“分”字加了个单人旁，于是第

一代身份证一颁发，数亿人立即拥有

了“身份”。也许是考虑到纠错成本极

高（设每张20元，10亿张就要200亿

元），词典上只好承认“身分”与“身

份”并列。而因人人随身携带“识字卡

片”的教化作用，“身份”肯定要比“身

分”更深入人心，实际上已经取而代

之了。好玩的是，第二代身份证又推

出了正面是“公民”，反面是“居民”的

字样，“公民”等同于“居民”，历史也

许将再次被改写（参见陈长林：《身

份证岂可一错再错》，载《南方周末》

2007年4月26日）。

回到会计上来，也有类似的事件。

《蔡锡勇先生剪影》一文曾提及因蔡

氏英年早逝，1905年出版的《连环账

谱》对会计实务几乎未发生影响，他精

心选定的记账符号“存/核”自然也无

疾而终。而就在这当口，留日学生谢霖

（1885—1969年，江苏武进人）和孟森

（后为清史专家）于1907年在日本东

京出版《银行簿记学》。谢霖先生是中

国会计史上第一位CPA，颇多贡献。关

于他的事迹，作者在资料充分时将另

文介绍。会计史专家郭道扬先生对该

书的评价是：

“通过《银行簿记学》一书，首

次将借、贷这对记账符号及其借方与

贷方的明确含义引入中国，使中国会

计界人士开始对借贷记账法有明确的

了解。作者在凡例中讲“日本原文，乃

从西文中称量而出，虽偶有习惯上之

名称，要以有根据者为多，…若贷借

两方之称，乃此学进步必明之理，不

在商改之列。”（郭道扬《中国会计史

稿》下册325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6月）这也是我国学者最早对借

方与贷方的确认。 

据推算，此书出版之时，谢霖

先生尚为大二或大三学生（太有才

了！）。也许是有欠斟酌，在《银行

簿记学》中，他选择了“借/贷”来作

为“Debit/Cred it”的中文对应符

号。在西方的语言环境中，Debit和

Cred it确实有不同的含意，分别代

表“人欠”和“欠人”。可惜，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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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中，“借”和“贷”可说是同义

词，“银行借款”和“银行贷款”完全

没有区别，“告借无门”和“告贷无

门”说的都是借不到钱，要用两个同义

词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岂非硬要指

鹿为马？历史就是在这当口上转向的！

当然，在中国会计界不认可“借

贷”符号者大有人在。时光流转到

1940年，时任广西省会计长的张心

澄在《会计丛报》第26期上如此描述

当时的情况：“我国有称为借方贷方

者，收方付方者，入方出方者，左方右

方者，收项付项者。称借方贷方者，为

杨汝梅新式商业簿记，李宣韩商业簿

记，潘序伦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季

懋勋铁路会计学，张心澄铁路道会计

学，沈立人中华会计学校函授讲义及

成本会计初级会计学高级会计学，蒋

沧浪丘瑞曲暨南大学会计学讲义，朱

公晦程彬舒公迟会计学名词试译。称

收方付方者，为财政委员会拟定会计

名词，及主计处前颁行之《中央各机

关及所属统一会计制度》。称入方出

方者，为立法院拟订会计名称。称左

方右方者，为财政委员会拟订会计名

称。称收项付项者，为吴应图会计学审

计学。…。”其时，还不可能将后来在

1947年由梁润身先生首倡，从上世纪

60年代初起，在财政部支持下，以原商

业部和北京商学院为主，强势推行开

来的“增减记账法”也算在内。

本文作者的分析是：就翻译形式

而言，借贷比上述其他任何“中国特色

符号”更贴近西方原文，从而更有资

格作为舶来品。顶着“科学的西式簿

记”的光环，这或许是它得到象牙塔

里大多数学者的拥戴，得以快速传播

的原因。但上述非借贷的其他符号，哪

怕再难理解如收方付方，只要下功夫，

总能听懂；哪怕再“土得掉渣”如左方

右方，至少是互为反义的；唯独“借/

贷”无可救药，是用同义词来解析相反

的事物，永远别指望说得通。谢霖认

为：“若贷借两方之称，乃此学进步必

明之理，不在商改之列”，但此理若永

远无人能明，又当如何？这就是它在实

务界屡受责难，总有替代方案前赴后

继地推出的原因。

有 件 往 事 给 我 印 象 很 深 。

1990年，我在《会计研究》上发表《论

复式记账法的超稳定性——兼评“三

式簿记说”》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

多是关于对复式簿记和记账符号的疑

惑。山东莱州有位老先生并有多次书

信往来，情真意切地表明“只想在活

着时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而本人其

时除了深感惭愧外，无能为力。据我所

知，有为数不少的会计人员就此投入

徒劳、甚至走火入魔式的研究，几成会

计领域的“发明永动机”。由此可见，

在学术研究中，开创者或率先译介者

其实是负有极其重大的引导责任的。

一旦从开头做错了，往往就以讹传讹，

成为不可更改的“标准”，令后来者徒

呼奈何。

其实，自从借贷法跨出借贷业用

于其他行业以后，借贷符号在西方也

已经不再具有可理解性，所谓“拟人

说”之类均属徒劳的粉饰，在中国当然

更不用指望能向学生说得清楚了。本

文作者对会计原理教师的建议是，坦

率地说明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软肋和

心病，借贷不过是符号而已，千万不要

在这儿下思考理解之苦功，以免对好

学者留下“百思不得其解”的心理阴

影。这很正常，各门学科大抵都有些

难言之隐，物理学在上文已述及，化学

上则有“化学键”概念，没人说得清它

究竟长在哪儿。

偶见谢氏宗亲联盟网资料，

有“谢霖兼任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

会计师职务期间，根据西方借贷复式

记账原理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设

计银行会计制度，将传统收付记账改

革为现金收付复式记账。”云云，不禁

愕然。资料所说如果属实（请识者告

知），则说明谢霖先生后来自已也弃借

贷而用收付了，但其影响却必将“不在

商改之列”地流传，令中国会计人世

世代代地“晕”下去。这让我联想起大

诗人哥德年轻时写出《少年维特之烦

恼》，引得历代多少痴情男女哭着喊着

去自杀殉情，他自己却没事人似地活到

九十多岁！

在网上看邓加荣先生的文章得知，“计学”一词，是

严复先生的首创。他取传统的“国计、家计、生计”之意，

将“Economy”翻译为“计学”。最早的北京大学计学门便

是依此得名。此后，在孙中山、马寅初等人的推动下，“计

学”逐渐不用，为“经济学”所取代，北大“计学门”也改

为“经济门”。但宏观方面不用了，微观方面用“计学”则反

觉贴切，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便曾接受过“计学光辉”的题

词赞誉。1933年，在中国计政学会成立大会上，会计学家杨

汝梅先生做如此定义：“计政二字。有广狭二义。从狭义方面

解释，系指偏重技术之会计、审计、统计各种学科而言；从广

义方面解释，则财政制度、经济政策，均包括在内。”别人不

用了，我们接过来专用，以两字而包容会计审计，效率极高，

且颇具“古色古香”之意。是为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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